第3章  全球变化的影响与人类的响应
第1节 人类系统的弹性、脆弱性和适应能力

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相互作用，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不仅与全球变化的特点有关，也与人类社会自身的状态和人类所采取的应对行为有关。人类社会的弹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是描述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重要概念，对人类系统的弹性、脆弱性和适应能力是认识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关键环节，也是人类采取应对措施的基础，同样强度的全球环境变化对具有不同弹性、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的行业、地区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

在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中，弹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适应(adaptation) 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人类系统或社会－环境耦合系统响应全球变化影响的特性，被作为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的4个交叉主题之一。但是，这三个概念也被广泛地应用在经济学、工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很多领域中，由于各自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含义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是不可比的。

一、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的使用具有不同的研究传统，不同的研究领域对脆弱性的表现、脆弱性的主体、对什么脆弱等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表3－1），因此脆弱性的概念十分不明确，但它一般包括使个人或群体应对自然灾害等扰动影响的属性。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脆弱性的研究对象可划分为三大类，即社会系统，自然、生态或者生物物理系统，以及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Gallopı´n，2006）。

表3－1 脆弱性研究源流与传统（Adger，2006）

	脆弱性研究领域
	研究对象
	来源

	早期研究领域

· 饥饿与食物安全中的脆弱性

· 灾害学的脆弱性

· 人类生态学

· 压力和释放模型
	· 解释粮食歉收和食物短缺对饥饿问题的影响，把脆弱性描述为权利丧失和缺乏能力。

· 通过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灾害情景识别脆弱人群和灾害危险地带。经常用于气候变化影响研究。

·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及其潜在原因。

· 在人类生态模型之下进一步把风险、资源政治经济、规范的灾害管理和政府干预连接起来。
	Sen (1981); Swift (1989); Watts et al. (1993)
Burton et al. (1978, 1993); Smith (1996); Anderson et al. (1998); Parry et al.(1994)
Hewitt (1983); O’Keefe et al. (1976); Mustafa (1998)
Blaikie et al.(1994); Winchester (1992); Pelling(2003)

	新出现的研究领域

· 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

· 贫困和可持续生计中的脆弱性

· 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脆弱性
	· 用更为广泛的方法和研究传统解释目前社会、物理或生态系统对未来风险的脆弱性。

· 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解释为什么人们变得贫困或难以脱贫。

· 解释人类与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
	Klein and Nicholls (1999); Smit et al. (2001); Smith et al. (2001); Ford et al. (2004);O’Brien et al. (2004)
Morduch (1994); Bebbington (1999); Ellis (2000); Dercon (2004); Ligon et al. (2003); Dercon et al. (2000)
Turner et al. (2003a, b); Luers et al. (2003); Luers (2005); O’Brien et al. (2004)


联合国大学的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U-EHS）在2006年推出了由J. Birkmannn主编的“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Hazards”一书，书中将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脆弱性定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图3－1）。并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定义脆弱性，但我们能够度量脆弱性”，“一个基本共识是：脆弱性与社会群体的敏感性、灾害暴露程度以及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相关的应对灾害事件的各种能力（abilities to cope with ）相关”（Birkmannn，2006）。从图3可以看出脆弱性概念内涵扩展的变化趋势，即脆弱性的概念内涵从单纯针对自然系统的固有（天然）脆弱性（intrinsic vulnerability）逐渐演化为针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意义更为广泛的综合概念；对脆弱性的关注由以环境为中心，注重自然环境的脆弱性评价发展到以人为中心，注重人在脆弱性形成以及降低脆弱性中的作用；由仅仅消极或被动地面对和[image: image1.png]intermediate
size and speed

Fig. 1. Pamarchy, 2 heurisic model of nesed adaptive rencwal cycles
emphasizing coss sl nterplay (e ext for explanation) (modifd from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评价自然或者社会所受到的伤害，变为把人的主动适应性作为脆弱性评价的核心问题。

图3－1.  世界上代表性脆弱性概念内涵扩展变化趋势(J. Birkmannn，2006)

Adger (2006)，Smit等（2006）认为脆弱性一般可以包括干扰和外部压力的暴露状况、对干扰的敏感程度以及适应能力等几个组成部分。Smit等（2006）用图3－2表示脆弱性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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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脆弱性的网络层级模型（B. Smit, et al. 2006）

Gallopı´n则认为，脆弱性主要包括敏感性和响应能力。不应当把暴露状况作为脆弱性的组成成分，而是应当把其看作是系统与外力干扰之间联系的一种特征。如果系统的脆弱性可以用敏感性和响应能力来表征，那么系统的暴露状况就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单独影响（Gallopı´n，2006）。也就是说，面对不同暴露条件，系统表现的脆弱性是不同的，受系统过去所经历的暴露水平的影响。由于适应能力的存在（降低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系统的脆弱性又会发生变化。Gallopı´n（2006）将脆弱性、暴露、干扰、敏感性、响应能力、系统转型能力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概括为图3－3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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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脆弱性、威胁、暴露以及影响或系统（社会、自然或社会-社会生态系统）转型之间的一般关系

在全球变化和气候变化领域，尽管有关脆弱性的讨论大多关注风险（risk）和导致人类遭受风险的因素，但更应重视系统抵御脆弱性的弹性或能力，即人或群体在预防、应对、抵抗全球变化和从全球变化影响中恢复方面的能力（Vogel,1998;Kasperson,2001）。IPCC(1995)最初将脆弱性定义为“系统受到伤害的程度”，而后理解为 “自然或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持久性伤害的敏感程度”（IPCC，1997），IPCC（ 2001）则将脆弱性定义为：系统容易遭受和有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它是系统对所受到的气候变化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适应能力的函数。其中，敏感性是系统受到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响应程度。与气候有关的因素包括平均气候状况、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等，这些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适应能力是指一个系统调整自身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和趋利弊害的能力
（IPCC 2001c:2）。IPCC（2007）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依然采用2001年定义。

从IPCC关于脆弱性定义的细微变化看，IPCC首先强调了脆弱性评价中，被评价系统所受到的外力干扰与气候相关（affected by climate-related stimuli），是特定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程度及系统对这种影响的适应能力的综合评价。其次，还强调了敏感性与脆弱性的不同，高度脆弱的系统是那些对适度气候变化高度敏感的系统，同时又是适应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的系统（IPCC,1997）。第三，脆弱性随区域差异而不同。不同区域因自然、社会系统的内在特征、资源条件和法规体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第四，IPCC重点关注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对脆弱性的影响。即使在同一区域，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各自的适应能力以及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也是不同的（IPCC,2001a）。可见IPCC越来越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对脆弱性的影响。

IHDP理解的脆弱性具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双重结构(图3－4)。外在的脆弱性主要指结构方面的脆弱性和风险，主要涉及人类生态学、权利理论和政治经济等领域；内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应对和克服或至少是减轻经济和生态变化不利影响的行为，主要涉及行为理论、危机与冲突理论和资产存取模型等领域（Bohl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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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脆弱性分析的概念模型（Bohle,2001）

IHDP在2005年1月的研究通讯中推出了“跨学科的脆弱性（intervulnerability）评估框架”（图3－5），体现了将脆弱性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和全球化过程在内的多种全球变化过程结合起来的脆弱性评价理念。并且提出要将大多数研究中的一般性指标评价方法转变为面向适应者的脆弱性评价。在此概念框架之下，作为适应者的脆弱性不仅是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而且还包括适应者对变化和风险的认知过程，如对变化及风险的感知、评估，对适应方式的权衡与选择、决策过程以及对自身适应行为产生效果的评价等诸多过程（Acosta-Michlik,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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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评估相互影响的全球变化过程的跨学科的脆弱性评估框架（Acosta-Michlik, et al.2005）

二、弹性（resilience）

弹性（Resilience）是生态学家在动植物种群生态学分析和生态系统管理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弹性的系统可以在不改变系统基本结构和功能的情况下而将外在的冲击消化掉（Walker，2003）。Holling (1973)指出，弹性决定一个系统内关系的持续状态，是系统吸收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参数变化且持续存在的能力的量度。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弹性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分析人类－环境的相互作用，主要用于描述和认识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弹性（Marco A. Janssen，Elinor Ostrom，2006）。

生态学领域对弹性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别（表3－2）。第一个也是很多人曾经赞同的传统观点认为，生态系统的弹性是系统吸收干扰、保持原有功能不发生变化的能力，他们把生态系统理解为具有稳定特征和绝对弹性的系统，即在系统中资源流量可以控制，而且当人为压力消除后，自然界可以通过自我修复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另一派是多稳定态（multi-stable）的或者多吸引域 (multiple basins of attraction)的系统观点，认为“弹性是系统在承受变化压力的过程中吸收干扰、进行结构重组，以保持系统的基本结构、功能、关键识别特征以及反馈机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种能力”（Walker et al. 2004，Gunderson et al., 2002; Berkes et al., 2003）。也就是说，只要生态系统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变化，适度的结构调整就是系统具有弹性的表现。

表3－2 从狭义的解释到更加宽泛的社会生态的背景——弹性概念的内涵演变（Folke, 2006）

	弹性的概念
	特征
	侧重点
	相关背景

	工程学的弹性
	回复时间，有能力的
	恢复，守恒（抵抗变化并保持现状）
	邻近稳定平衡状态

	生态的或生态系统社会学的弹性
	缓冲能力，忍受冲击（吸收干扰），保持功能不变
	保持状态（persistence），鲁棒性(robustness)
	多平衡的，稳定结构模式

	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
	干扰和重组共同作用，可持续性和不断发展的
	适应能力，转换能力，学习能力，变革
	整合的系统反馈机制，多尺度动态交互作用


Adger (2000)也把这一概念用于解释社会系统的弹性，即人类社会忍受各种环境变化、社会、经济与政治动荡冲击的能力。“社会-生态系统” （the socio-ecological system，SES）或“人类-环境耦合系统”（coupled human-environmental system）（Turner 等，2003）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reciprocal feedbacks）(Costanza et al., 2001; Gunderson et al., 2002; Berkes et al., 2003; Janssen et al., 2003; Chapin et al., 2004)。多阈值、在不同尺度下的系统模式转换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等不同稳定域相互作用等特征也同样存在于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Kinzig et al., 2006)。

具有适应能力的复杂系统的稳定水平或者类型大致可分3类（Tu，1994）。第一种是局部稳定态或者工程弹性，系统的变化在一个给定的吸引域（a given domain of attraction）内变化；第二种是在自身稳定景观（stability landscape）不变的前提下，系统特征可以在不同的吸引域之间变化，系统保持这种变化状态的能力就是生态学上的弹性；第三种是系统自身的稳定景观发生了变化。这种景观上的不稳定意味着系统结构有发生转型（transformation）的可能，即原来的系统转化为另一个不同的系统。Gunderson等（2002）则用“适应更新循环”模型来描述具有适应能力的复杂系统的变化特征。该模型认为生态系统在受到不连续事件干扰下，系统有四个发展阶段或过程：指数式变化（即爆发式增长的r阶段）；系统稳定的K阶段，此阶段系统变化趋于稳定和刚性（rigidity）阶段；压力释放后，系统重新调整的Ω阶段；系统重组、更新的α阶段。该模型把干扰作为系统发展的一个因素，同时强调系统的发展过程是渐变与快速转换共存和互补的过程（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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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强调跨尺度相互转化的适应更新循环嵌套式模型(根据Gunderson等，2002修改)
人类生态系统的弹性（resilience）由三个特点来描述：第一，系统受改变之后在功能和结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量值以及返回到与原来相同结构、功能、特性和反馈的量值。第二，系统对变化的自组织能力的大小。第三，系统所表现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大小(www.resalliance.org)。 弹性大的系统承受扰动的能力强，在变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具有重新组织所必需的适应能力。可增强系统弹性的方面包括：冗余、多样性、模式化、空间异质性、快速反馈、生态和社会“记忆”。弹性小的系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承受扰动的脆弱性增大，状况的逐步变化能够减小系统的弹性，导致超过临界值并引起系统的突变。如果系统的弹性消失或显著减弱，系统具有变为性质不同的另一状态的风险。新的系统状态可能是不稳定的。（Quinlan，2003）
Gallopı´n（2006）认为脆弱性不是弹性的对立面，因为弹性是系统在不同吸引域内的一种状态转换，而脆弱性至少是指系统在同一稳定结构模式（stability landscape）内的结构变化。弹性与脆弱性的某一特性相关，与几个相似的概念如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y）、响应能力(capacity of response)等有关。弹性和脆弱性都是系统自身的属性，先于干扰或暴露程度而存在，但是又与干扰或暴露程度的特征相关，一方面这两个特性因干扰或暴露而表现，另一方面暴露的历史，即过去受影响的经历对脆弱性和弹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Gallopı´n，2006；Holling, 1973, 1986）。

三、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

适应能力源于生态学，用于定义对一定范围的环境偶发事件，能够适当改变适应新情况以保证种群生存和延续的一种能力。适应性是一种结构、功能特征，或者是生命组织的一种行为。高的适应性不等同于高的适应能力。一个物种可能对特定的、稳定的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但却很难适应环境中其他的变化（Dobzhansky, 1968）。人类可以通过学习能力（吸取经验教训）和技术进步不断适应，当然这种适应的意义比生存和延续的涵义更广泛，它包括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活力以及人类生活的质量等（Gallopı´n et al., 1989）。正如Smithers等(1997)指出的，生物系统对于干扰的反应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人类系统则存在被动的（reactive）和主动的(proactive)两种反应方式。

最早将适应的概念应用于人类系统的要追溯到人类学家和文化生态学家Julian Steward,他用 “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描述“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s），例如一个区域社会，面对自然环境变化通过各种生存活动（through subsistence activities）所做的调整((Butzer, 1989)。O’Brien and Holland (1992) 把文化适应看作是一种适应过程，即由社会群体对文化体系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并完善应对环境变化的各种方法的过程。适应是在变化中通过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进行选择的结果，即一种文化通过历史选择生存下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将能够使社会生存并繁荣的文化实践看作为一种适应，以区别于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适应。文化或社会能够自如地、快速地应对变化被视为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或有能力适应（Denevan, 1983）。

在社会学领域，包括自然灾害、政治生态学、以及权力理论和食物安全等领域中，适应概念的应用往往是既明确又模糊的（explicit and implicit）。在灾害学的视野中，一些学者，如Burton 等人（1978）强调适应包括风险认知、调整（adjustment）和灾害管理。政治生态学领域中，适应的涵义通常很不明确。生态系统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经常被当作与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资源利用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相关的适应性风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of risks）的主题(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 Sen, 1981; Walker, 2005)。在权力理论和食物安全领域，适应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获取和人们应对压力的响应能力（as a stress response）(Downing, 1991; Adger and Kelly, 1999; Adger, 2000)。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们揭示了个人或家庭的适应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在更高尺度上是如何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的限制的。同样的，全球环境风险和对风险的放大（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的研究中，则把调整与适应放在人文驱动力、生物物理限制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对降低风险的作用等背景下进行考察（Kasperson J.X. and Kasperson, R.E., 2001, 2005; Pidgeon et al., 2003）。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Adaptation）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用适应的概念研究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其与人类学中适应的概念并无明确的联系。一般认为适应包含社会－生态系统对现实发生的、感知的、或预期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调整。适应能力是人类系统对应于环境变化所具有的内在特性：通过改变系统的结构或过程以使生命组织、生态系统和人类组织应对环境的变化（Hartmut Bossel，1999）。
IPCC（2001）定义的适应能力是系统调整自身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和趋利避害的能力。适应被定义为“为了应对实际发生的或预计到的气候变化及其各种影响（不利的或者有利的），而在自然和人类系统内进行调整（adjustment）”。而Kasperson 等人(2005)则认为，调整与适应是不同的。调整是系统在不改变自身的前提下，应对干扰和压力时而进行的短期的和相对的微调（minor system modifications）。适应是系统应对干扰和压力时，能够有效地调整自身，有时甚至是将系统状态转换到一种新的状态下的表现。Smit和Wandel（2006）赋予适应更广泛的含义，他们认为适应是不同尺度系统中（家庭、社区、群体、区域、国家）的一个过程、一种行动或者结果，目的是当面对气候变化、压力、灾害以及风险或者机遇时，系统能更好地应对、管理或调整。适应具有预见性，这种预见性取决于人们的目标和计划（Fankhauser et al., 1999; Smit et al., 2000）。

在新的生态学弹性概念的分析框架下，适应能力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共同行动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构建弹性（build resilience）的一种能力(Walker et al., 2004)；脆弱的社会—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失去了系统弹性（has lost resilience），失去弹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适应能力。所谓适应能力是指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人类和非人类物种）应对异常情况而不至于丧失未来机会的能力，适应性强的系统能够重新自我组织而使初级生产力、水循环、社会关系和经济繁荣等关键功能不发生显著降低（Walker，2003）。适应能力不仅仅是在一种社会稳定域(domains)内的反应能力，它还包括在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有所了解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能力和干预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Berkes et al., 2003）。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对提高社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在实施适应性共治（adaptive governance）方面的重要性(Dietz et al.,2003)。转型能力是指当生态、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现有系统无法维持现状时，人们重新构建新系统的一种能力(Walker et al., 2004)。适应不仅仅是对当前条件和短期阶段的一种反应，而且还应包括如何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转换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Folke，2006）。

适应是降低脆弱性的途径。人们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变化，分析未来情景下的脆弱性，然后通过适应策略的选择，来改善当前的系统状态，降低脆弱性，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变化。适应能力还可以影响到系统的阈值和应对范围（coping ranges），也就是系统能够处理、提供相应服务（accommodate）、适应和从中恢复的条件（conditions）。系统的应对范围（或适应域）因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变化。而且还与气候变化的特点有关，如极端气候事件、以及普通气候事件的累积效应等都可以使适应域变窄。

四、弹性、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的行业和区域差异

各部门或地区的适应能力与其系统特点有关，社会对全球变化影响的敏感程度和响应能力因行业和地区而异，即具有不同的脆弱性，脆弱性大的行业或地区的适应问题更应受到高度重视。根据IPCC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报告，拥有资源越少,越缺乏适应能力,因而也最脆弱。人类社会系统适应和应付气候变化的能力依赖于这样一些因子:财富、技术、教育、信息、技能、基础设施、获取资源的途径以及管理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足,因而也更脆弱。从产业部门看，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的人类社会系统有 :水资源、农业 (特别是粮食保障系统 )和林业 ,海岸带和海洋系统 (渔业 ) ,人类居住、能源和工业 ,保险与其它金融系统以及人类健康。这些系统的脆弱性随其地理位置、时间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而变化（IPCC， 2001；孙成权，2002）。

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地球上不同地区对全球变化的反应和感受存在着差别，同样的变化，对某些地区的影响是不利的，而对另一些地区则是有利的。一些区域由于其置于全球变化灾害之中或其适应能力有限而极其脆弱，对全球变化最敏感地区，特别是易遭受全球变化危害的地区是全球变化影响研究关注的重点。

气候边界地带与生态脆弱带是最易受全球变化冲击的地区，这些地区土地的可利用性及其生产能力的大小常随全球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如位于非洲萨赫勒地带和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广大半干旱地区是降水变化响应十分敏感的生态脆弱带，降水稍有变化不仅会导致干草原带位置的大幅度摆动，而且会造成土地出现可耕种与不可耕种的变化，这些地区的生产方式也极不稳定，变化于牧业和农业之间。
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面，即海岸带，是各种过程结合作用的地区，是受海面升降控制的地区，也是全球变化及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敏感地区之一。沿海地区是世界经济发达、大城市集中分布的地区，目前约有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距海洋60公里的范围内；其中，最低平处正是一些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几分之一米的海面变化也会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孟加拉国及类似的三角洲地区、荷兰及太平洋和其它海洋中地势低平的岛屿国家是特别脆弱的地区，孟加拉国全国约有7％的可居住地（及600万人口）位于海拔不到1m的地方，约25％的可居住地（及3000万人口）低于海拔3m等高线；荷兰国土的50％以上是沿海低地（大部分低于当前海平面），是依靠人工修筑的海堤保护的，为了防御海平面升高1m的影响，大约需要100亿美元的费用；对于那些大洋中岛屿而言，为防御海面上升0.5m所造成的影响而需要的费用已远远超出它们的财力范围。海面变化还会影响到提供全球海洋渔业捕捞量90％以上的海岸带地区的渔业资源，以及与珊瑚礁、红树林、海岸沼泽和湿地等生物群落有关的重要的生物资源。
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对社会最脆弱的地区打击最大。大多数欠发达区域由于其经济对气候敏感以及其居民、金融和自然资源均处于较低水平并缺乏法规体系和技术能力而表现出较低的适应能力。而那些正处于迅速向现代化过程过渡中的社会在面对全球变化打击时往往造成严重的损失，原因在于，那里的能够承担损失、并把它们分散到各社会团体去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已经遭到破坏，而比较现代的、积累起了相当社会财富并且具有响应能力的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取代传统社会的程度。

第2节 全球变化的影响

全球变化的影响（Impact of Global Change）指由全球变化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全球变化影响的对象既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结果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影响的程度既与全球变化的特点有关又与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由于行业性质和区域差异的存在，全球变化影响的利与弊相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可能是不同的，同样的变化对某些地区和行业是有利的，而对另一些地区和行业则可能是有害的。

人类系统是与其所在地区的环境相适应的，一种人类文化形式总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平衡，人类文化的区域性是适应环境区域差异的结果，以年为周期的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是对一年四季气候更替的适应。如果环境不发生变化，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可作为一种常数来看待，但实际上环境一直存在着不同幅度的变化，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与环境之间本已存在的平衡产生影响。对人类而言，全球变化意味着资源与自然灾害状况的变化，全球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由此产生的，但由于人类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当某一部分受到影响时，这种影响都会传递到其它部分，并得到其它部分反馈、调节使影响放大或缩小，其中，短期变化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长期变化的影响更为深远，有可能导致平衡关系的彻底破坏，引起一个地区生产方式的改变甚至导致文明的兴亡。另一方面，鉴于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日益显著的影响，对全球变化的影响的认识不局限于全球变化引起的资源与自然灾害状况变化本身，也包括有关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责任问题。因此，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全球变化的影响可以区分为2种类型。

一、全球变化导致资源与灾害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全球变化导致的资源与自然灾害状况变化是全球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式，其基本机理在于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状况一般以该地区的环境为背景，与当地的环境的平均状况相适应，彼此间存在一种平衡关系，当全球变化超过某一临界值之后就会使这种平衡破坏，从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也不是消极地适应，而是会产生一系列的响应，会在生产、消费、流通、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反馈过程，使全球变化的影响缩小或放大，直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为止，按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图3－7）：其中第一、二个层次主要属于全球变化的环境影响，主要影响到自然系统中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资源、环境和灾害，以及人类的生产系统；另两个层次属于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是指全球变化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图3－7. [image: image7.png]


全球变化影响的途径与层次
全球变化从改变资源的供需关系、改变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以及改变自然系统本身的脆弱性等途径改变土地的承载力，这是全球变化影响的第一个层次。全球变化首先意味着资源条件的变化，表现为资源数量或质量的变化。温度的增减意味着热量资源的增加或减少，降水的变化意味着水资源的增加或减少；土地沙漠化与土地退化意味着土地生产力的下降，森林的减少意味着可资利用的木材资源匮乏等。其次，全球变化造成某些环境因素对人类的限制程度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导致人类对资源需求的变化。如我国北方冬季气候变暖会使得我国北方对冬季供暖用的燃料的需求减少、对棉衣保暖性能的要求降低而减少对棉花和羊毛等的需求；而日益炎热的夏季对制冷设施的需求增加，因而消耗更多的电力。第三，自然环境的限制因素中能够对人类构成危害的部分就是自然灾害。自然界中资源与灾害是相对于人类可利用程度而言的，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人类在享用地球为人类所提供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要面对自然环境对人类所产生的限制甚至危害。能够被人类所利用就成为自然资源，对人类构成危害就是灾害。以水为例，可控制是资源，不可控制是灾害（洪水）；数量适当是资源，数量过多或过少则成为灾害（旱、涝）。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是与一定区域内的资源的平均状况相匹配的，一种利用方式适应于一定数量和质量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状况。自然环境的变化所造成资源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减会相应地造成某些灾害的强度与频率的改变，如我国东北地区的低温冷害的强度和频率在温暖时期均明显地低于寒冷时期。而资源的增减如果超出人类利用所适宜利用的范围，造成资源的严重过剩或不足也会产生灾害，非洲萨赫勒带在1960年代初期及其以前存在过长达20多年的多雨期，为利用这个气候资源，这里的生产模式进行了调整，废除了休闲地，扩大了耕地和放牧，使这里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稍为湿润的气候；1960年代末、197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导致严重干旱，使横贯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灾害毁坏了他们的牧场和庄稼，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全球变化过程能够增强或减弱一些人类难以避免的具有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如地震、火山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在地壳运动的活跃期均普遍增加，而在地壳运动的稳定期普遍减弱；全球变暖可能导致某些作物病虫害的增加。一些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改变有时也会使得某些灾害更易于发生。以城市洪水为例，由于各种建筑物和路面覆盖，雨水不能渗进土壤，于是几乎全部雨水立即在光滑的人工地面上奔溢汇集，本不该发洪水的地方却洪水泛滥成灾。自然环境承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能力也随全球变化而改变。人类活动导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等过程在气候变干的背景下更易于发生。
全球变化影响的第二个层次是和资源与灾害的变化相联系的生产系统的变化，包括直接受资源与灾害影响的生产水平或生产结构变化，以及为满足全球变化所引起的人类需求的改变而进行的生产系统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受资源与灾害影响的生产领域主要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生产等人类支持系统，全球变化对它们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生产能力的变化方面，并最终表现为土地承载力的变化。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为例，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导致一个地区的产量变化，而且能够通过影响适宜耕作区范围的变化、作物界线的迁移、以及耕作制度的改变而进一步对生产能力构成影响。在我国，降水变化100mm可引起亩产潜力约50kg的变化；温度变化1℃，大致相当于全国各茬作物变化一个熟级，产量变化10％。全球变化对生产系统的间接影响包括改变了生产系统运行的边界条件，为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适当地增加或减少有关投入。例如，海面上升对沿海的城市和农田均构成重大威胁，为此需要增强沿海防护堤防的建设，我国历史上海塘建设兴盛的时期也就是高海面时期。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高寒地区的道路建设需要考虑冻土融化的问题。全球变化的间接影响也包括由于全球变化而引起的新的需求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某些调整，如我国历史上河南、陕西等的竹产业显示随气候的冷暖期变化而发生兴衰变化。
全球变化影响的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对生产和消费平衡关系变化的响应。生产系统变化的结果导致生产能力的改变，必然破坏业已存在的社会供给与消费需求平衡，为此需要社会对人类的经济与生活领域给予适当的干预，如为提高生产能力而实行的技术投入与政策措施，为满足消费而进行的地区间贸易，为调剂消费需求而进行的市场价格调整，以及为保证社会最低需求而采取的社会救济措施等，其目的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平衡关系。
全球变化影响的第四个层次是对人类本身及社会政治文化平衡的影响，其不利的方面表现为重大生命损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秩序的破坏、地区冲突的加剧甚至文明的兴衰等。 对人类个体而言，全球变化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广泛、极不利的影响，造成重大生命损失。全球变化影响的途径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图3－8)，直接影响是直观的、易于识别的，因此容易被重视，而间接影响则不易被察觉，因此容易被忽视。以气候变化为例，变暖对健康的直接影响包括（主要是心肺）因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而造成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而较冷地区温度上升会导致寒冷死亡减少。极端天气的增加会造成死亡、受伤、心理紊乱的范围扩大。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主要包括：传染病（如疟疾、黄热病和一些病毒性肺炎）传播媒介的潜在传播，原因是传病媒界有机体活动的地理范围扩大；卫生基础设施破坏导致抗御对健康伤害能力的降低；随气候变化而增强的大气污染、粉尘、霉菌孢子等带来的呼吸和过敏紊乱；由于气候变化而对生产力（如农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导致一些地区营养状况下降；淡水供应受到限制也会影响人类健康。对人类社会而言，中外历史上，因环境变化导致经济倒退、促使社会变革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与大灾大饥事件联系在一起，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等。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同样的现象，在16至19世纪的“小冰期”时期，寒冷气候对欧洲的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其中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粮食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发生的。寒冷的小冰期的冲击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殖民者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17世纪后期是小冰期最寒冷的一段时期，寒冷使英国的收成减少，于是英国就在殖民地增加税收，把本土的经济危机转嫁到殖民地，结果使许多殖民地决心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这就是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时的环境背景。可以说，环境恶化激化了英国与美洲大陆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是美洲革命的潜在触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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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全球变化对健康影响网络

通常情况下，全球变化影响所达的层次总是从低到高，即从土地承载力上升到生产、经济与生活系统以致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不同层次的影响所对应的全球变化幅度是不同的，如同地震一样，地震作为一种地面震动的自然现象，根据地震释放能量的大小可划分出八个等级。一般情况下，五级以上的地震是具有破坏性的，而它只有在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才能称之为地震灾害。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适应存在一定的范围，只有全球变化超出临界值时变化的影响才会发生，在影响传递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人类社会的调节作用，当影响超出某一层次所能承受的范围或调节能力时，这种影响就会传递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由于影响的程度因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具体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全球变化影响的阈值是因地区而变化的。由于人类社会之间普遍联系，一个地区或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会传递到其他相关的地区或行业，引起地区间的争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全球变化的幅度越大，其影响的层次也越高，较短时间的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变化，可以造成生产上起伏波动，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区域性的，但已有可能对历史的进程起加速或减缓的作用；较长时间的变化会导致资源发生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逆转的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后果是长期的，严重者足以改变一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历史进程，甚至造成某些文明的衰亡和促使新文明的产生。

二、与导致全球变化的责任相关联的影响。

与导致全球变化的责任相关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造成全球变化而与其他地区或集团产生冲突。日趋加剧的人类活动可能驱动着全球变化中的某些过程，因此，全球变化的原因已不局限于自然因素，而且也包括人为因素。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征（外部性是经济学上用来指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给第三者带来的损失或收益），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环境问题，已不单单是其主权领土范围内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外部性”的解决需要创造某种“机制”，在这种解决机制建立起来之前，环境问题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导致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急剧增加。一旦被认定对全球环境变化负有责任，全球环境变化的责任者有可能受到来自受害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的制裁，甚至受到战争的威胁，这种由造成全球变化的责任者与全球变化的受害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是全球变化影响的重要方面。二是承担全球变化的责任所花费的代价。人类具有主动响应全球变化的能力。为降低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化影响的进一步加剧、避免国际冲突，全球变化的责任者可采取的积极行动之一就是采取措施停止或减缓导致全球变化的行为，然而，几乎所有承担责任的行为都是以损失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包括减少生产而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改变现有生产模式而追加投资造成的间接损失等。根据IPCC的评估报告，为执行《京都议定书》，在缺少与附件Ｂ国家的排放协定的情况下,附件Ⅱ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Ⅱ中的国家,包括OECD成员国中所有发达国家)2010年的GDP预计减少0.2%～2.0%；而与附件Ｂ国家签署完全排放协定的情况下,预计减少0.1%～1.1%。对于大多数国家,经济转型对GDP的影响从可以忽略到增加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孙成权等，2002)。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超出其承受能力则可能引发政治危险。因此，全球变化已被看做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由于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日趋显著，以及人类的主动性在适应全球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全球变化原因的科学识别，如同认识全球变化特征一样重要。区分全球变化的原因是回答自然和人为因素在全球变化中所占的份额，识别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全球变化责任，以利于追究全球变化制造者的责任，采取相应的减缓措施。

三、全球变化与国家安全

安全的定义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讲，安全是“系统”维持稳定、保持功能正常的状态范围或“阈”，它涉及的要素包括安全的对象、安全的影响因素、安全的范围或程度。当安全受到某种威胁而改变了系统原有的本质，则安全状态可能被打破，发生危害、损失、直至崩溃等不安全的情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全概念的内涵被大大扩展了，即从冷战时期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和政治（强权至上），扩展到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也包括在内（致力于防止冲突，强调国际准则和人权以及合作的重要性）。不仅“安全”的内涵扩大了，而且安全的对象也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以人为本”的安全，除传统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外，出现了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性别安全（Gender Security）（表3－3）。在扩展后的安全概念体系下全球变化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指保护一个国家对领土、财产等方面的主权不受侵犯，它和受到的威胁密切相关，而这种威胁往往与战争等军事行为相联系。全球环境变化不仅改变生态系统，威胁到环境安全，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人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常规”国家安全而言，全球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威胁。与“常规”的威胁相比，“非常规”威胁至少有以下3方面特征：第一，“非常规”威胁时时刻刻无处不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第二，“非常规”威胁往往可以成为“常规”威胁所凭藉的理由。第三，“非常规”威胁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累积性，潜在的“非常规”威胁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而当其显示作用时，往往产生重大的危害。

表3－3 安全概念的扩展（引自Brauch，2005）

	安全的类型
	安全对象

（谁的安全）
	处在风险中的价值（什么的安全）
	威胁源（起因于谁或什么的安全）

	国家安全

（政治、军事方面）
	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
	其他国家，恐怖主义

	社会安全
	国家，社会群体
	国家的团结统一
	国家，分歧，不同文化

	人类安全
	人类个体
	生存，生活质量
	国家，全球化，全球环境变化，自然，恐怖主义

	环境安全
	生态系统
	可持续性
	人类

	性别安全
	性别关系，土著居民，少数民族
	平等，统一，团结
	父权制，极权体制（政府、宗教、伦理、文化），偏执


安全问题是与导致不安全危险的“威胁”、“挑战”、“脆弱性”和“风险”等因素的作用相关联的。全球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的两种途径最终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或区域的安全。发生这种争端可能原因包括：在全球变化造成的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或地区间对资源的争夺，一个地区或行业为克服全球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而将危机转嫁给其它国家或地区，以及随着资源与灾害变化所造成地区或行业间力量对比的相对消涨而出现的势力的重新分配要求，等等。当与全球变化引起的资源和灾害变化相联系的不利影响达到足以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平衡的程度时，就可能导致重大生命损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秩序的破坏、区域冲突加剧，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同样，全球环境变化的责任者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受害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或者一个国家或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超出其承受能力，都可能引发政治危险，影响国家安全。

第3节 人类应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

全球变化的响应（Response to Global Change）是人类面对全球变化及其影响而必然发生的行为，包括人类面对全球变化及其可能影响所采取的各种反应，如知觉（awareness）、态度(attitude )、决策（decision）、行动(action)、评价（assessment）等一系列复杂的反馈过程。人类具有主动响应全球变化的能力。就人类的主观目的而言，所有响应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趋利避害，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实际的效果却因响应行为是否得当而大不相同，正确的响应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全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全球变化带来的机遇；而错误的响应则会浪费全球变化带来的机遇，加重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减缓和适应全球变化的含义

行动是全球变化响应的关键，它涉及到技术、经济、政策等各个方面。应对全球变化的行动按具体行动性质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阻止全球变化，通过影响全球变化的发生进程，特别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化过程而达到阻止全球变化、避免不利影响的目的。二是减缓全球变化，是针对主要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全球变化过程而采取的控制全球变化速度的措施。减缓全球变化的行为一般发生在某一可预见的全球变化过程发生之前，目的是延缓全球变化达到某一阈值的时间，从而达到消除或减轻全球变化不利影响的目的。三是在全球变化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前提下，通过调解或改变人类社会系统的某些方面而对全球变化进行适应。

阻止、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但各行为的范畴是不同的（表3－4，图3－9）。阻止或减缓全球变化的行为，所针对的主体是地球系统，目的是在全球变化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前，通过控制或减缓全球变化的某些关键过程来减轻全球变化的影响，一般以减少收益或增加投资为代价；但短期的经济损失有可能换来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适应所针对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是在承认全球变化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来规避预期或实际发生的全球变化带来的风险。（1）全球变化适应的认识基础是：全球变化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可认识的，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2）适应所针对的主体是人类生态系统本身，目的是通过降低人类社会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减轻不利影响、增强其有利影响，规避风险；（3）适应所追求的是以有限的投入，换取预期的收益或可接受的损失，适应的方式有多种，适应所需的成本和效果因适应方式的不同而各不相同；（4）人类有能力在可接受的危害/利益范围内选择适当的适应方式，因此，适应行为可以是自发的或有计划的，适应发生的时间既可以在全球变化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前，也可以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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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和适应的对比（Fuessel and Kle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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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全球变化的减缓与适应（IPCC，2001）

由于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活动影响的不可避免性，人类要阻止全球变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正如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明确指出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两种主要选择（葛全胜等，2004），其中，减缓气候变化是指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减轻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而适应气候变化则是在承认气候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自然或人类系统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而做出的调整，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脆弱性以减轻或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或开发有利的机会。
全球变化响应问题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响应的对象、响应者、具体的响应行为和响应的效果4个方面：

（1）响应的对象——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的全球环境变化，特别是对人类具有不利影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IHDP将这些全球环境问题归纳为3 种类型（孙成权等，2003.）：第一，真正的环境系统的问题，如臭氧层的损耗、气候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的衰竭；第二，人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累积作用）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缺乏、水污染、富营养化、酸化、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和地下水污染；第三，因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摩擦冲突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地区政治不稳定、引发疾病的发生进而在全球蔓延传播、或发生环境难民的问题。上述问题既包括由全球变化而引发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变化，也包括有关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责任问题。

（2）响应者——人类社会及其支撑系统构成的人类生态系统，包括发生在自然系统、支撑系统和人文系统各个层次上的响应行为。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中均会发生，其中人类在适应过程中的主动性显得特别重要。每个行业的适应是由许多部分的适应环节组成的，适应可以是人,社会经济部门,管理的或非管理的,自然的或生态的系统,或者是系统的实践、运行与结构。如农业的适应包括所有与农业系统有关的环节，可以是农民、农业生产供应者、农产品消费者、农业政策制定者。其它社会经济行业也是如此。每个环节的适应是行业整体适应的一部分，每一个行业的适应也与其它行业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投资见效周期短的行业（如农业）更易于适应，而改造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的行业（如大坝、灌溉工程、海海防护系统、桥梁等）以适应新环境的造价巨大，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就需要考虑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问题。

（3）响应行为——趋利避害。人类社会及其个体能够对变化的环境进行适应，人类具有对适应进行计划和引导适应行为的能力,因此具有多重选择。与生物或生态系统被动性响应不同，人类的响应既包括被动的响应也包括主动的响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可以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主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积极主动地调整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全球变化，即使在今天也是人类的明智选择。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早期预防行为，可以降低社会、经济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成本，甚至可以帮助采取行动的利益集团获得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

（4）响应效果——响应成本和潜在收益的对比。从自然的角度讲，响应应有利于降低自然系统的脆弱性；从经济的角度看，需要进行不同响应行为成本与效益的经济与社会评价，适应所获得的收益应大于采取适应手段的投入，收益可以理解为所避免的全球变化的影响（损失）或所获得的正面影响（利益）；从社会的角度看，适应的结果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减缓全球变化的行为

为减缓全球环境变化，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采取行动。其中，通过控制氟利昂气体的使用使得臭氧洞得到控制乃至修复，证明人类有可能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减缓全球变化。鉴于全球变化问题全球性特点和其产生根源的外部性特征，采取减缓全球变化的行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组织协调下，缔结了一系列旨在减缓全球变化的国际公约，围绕公约的具体实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履约国际谈判，并签署了旨在落实公约的议定书，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和《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0）、《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1994)、《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其中《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都是具有强制性减排要求的国际公约。

气候变化不仅是气候和全球环境领域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空间等社会和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将受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方案以及相应的减排措施与下列因素有关：不同国家的状况，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途径以及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稳定要求。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可有多种选择方案，如全面废止氟里昂使用、控制森林破坏、提高能源利用率、更新能源结构使用洁净能源、通过政策和经济措施强制性地限制消费等，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讲可以归结为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汇两个方面。

（一）减少排放量的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措施包括技术的、政策的和行为等方面。

1 降低能耗技术

降低能耗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技术减排措施，就是采取清洁生产等技术来提高能源转化和/或设备利用效率，降低对能源的需求。能效技术不仅减少能源利用、减少排放, 同时还能提高成本效益。我国钢铁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节能技术改造，单位产品耗能量已经实现了逐年降低的趋势，2004年的吨钢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43％（冉锐等，2006）。

2 改善能源结构

能源利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大部分碳转化为CO2,其中煤的排放量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小。燃烧每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CO2排放量分别为0.7 t, 0.54 t和0.39 t。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CO2排放比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水电和核电基本无CO2排放 (黄耀，2006)。因此，在能源供给允许的情况下，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就会减少CO2的排放。开发利用核能、热能和可再生能源将会使碳的排放进一步降低。例如，我国2003年能源消费中，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CO2的排放量会减少0.74%，但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魏一鸣等，2006)。

3 改变产业结构

不同国家的能源需求经过了一个类似倾斜的“S”形的曲线。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轻工业为主的阶段，农业产品如粮食、棉花等为主要原材料，对能源消耗不算大。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工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材料和能源。而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建设告一段落，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能源消耗就会回落。因此，就国家或地区而言，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可使其碳排放显著降低。但如果一个地区或国家是通过将高碳行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来实现的，其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全球总碳排放也会相应地降低。

4 现有自然碳库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除工业和能源消耗排放外，人类所导致的自然碳库的破坏也是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因此，避免自然碳库的破坏、调节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过程就意味着减少排放。

因森林植被破坏造成土壤中的碳排放往往仅次于化石燃料，控制森林砍伐是非常节省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森林在全球碳平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森林不仅自身维持着大量的碳库(约占全球植被碳库的86%以上,而且森林也维持着巨大的土壤碳库(约占全球土壤碳库的86%以上)。此外,森林生态系统每年固定的碳约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2/3。目前大约18%以上的全球排放量是由于砍伐森林造成的。

通过采取适当的农业管理措施可以增加土壤有机碳水平，为此，农业管理者必须从增加植物残留量和降低土壤有机碳的矿化过程两方面入手。前者与生物产量和残留物比重直接相关，后者则与土壤水、热、气条件,有机质组成及其在土体中的分布状况，土壤结构体状况以及水土流失等多种因素有关。利用反硝化—分解模型(denitrification decomposition, DNDC)模拟结果显示，从1980年至2000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由于水管理制度的改变，中国水稻田的CH4年排放量已经减少了大约5×106ｔ（李长生等，2003）。如果全国的地面上秸秆还田的比率由当前的15%增加到80%，则中国农田土壤Ｃ的平衡状态就由当前的每年净排9.5×107ｔＣ变为从大气中吸收8.0×107ｔＣ（李长生等，2003）。

5 碳税

碳减排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问题，需要运用多种管理手段和政策工具，政府可通过财政投入、课税扣除、标准制定和市场机制等手段，在技术的高效发展、革新和应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碳税即给碳排放定价，通过向碳排放者征收一定数额的排放税来调节碳排放。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外部不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着重讨论的外部性问题构成碳税的理论基础。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外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的“附带影响”,破坏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减少这种非市场的“附带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碳税是一种庇古税。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多数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收碳税实现碳减排，认为碳税是最成本有效的减排手段。碳税能够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明显转向低碳产品和技术加工。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家征收碳税或能源税。但是征收碳税将会影响能源的价格、能源供应与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高鹏飞等，2002）。

6 节约消费行为

居民的生活用能具有巨大的节约空间，在基本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个人消费行为变化可能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大的影响。1999-2002年我国每年全部能源消费量的大约26%、CO2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单是在住房、汽车、摩托车和家用电器节能这几项就可以节约能源2176.3万吨标准煤，占2002年居民生活行为用能的11.0%，相当于每年减少1628.8吨碳的CO2排放（魏一鸣等，2006）。

（二）增加碳汇的行为

人们虽然期待着经济而清洁的新能源来取代常规的化石能源,但在21 世纪,化石燃料仍将是最主要的能源产品。鉴于此,由于人为排放而导致的大气CO2 浓度增加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增加碳汇是减缓温室气体增加的重要途径。

通过碳封存增加碳汇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生物固碳，二是利用工程技术措施对二氧化碳进行捕获与封存。所谓碳封存,指的是以捕获碳并安全存储的方式来取代直接向大气中排放CO2 的技术。碳封存研究开始于1977 年,但直到最近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技术设想包括: ①将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物捕获、收集并存储到安全的碳库中; ②直接从大气中分离出CO2 并安全存储。由此，人们将不再是通过CO2 减排，而是通过碳封存的方法，同时结合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以及增加低碳或非碳燃料的生产和利用等手段来达到减缓大气CO2 浓度增长的目标。

1 生物固碳
森林在全球碳平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森林不仅自身维持着大量的碳库(约占全球植被碳库的86%以上,而且森林也维持着巨大的土壤碳库(约占全球土壤碳库的86%以上)。此外,森林生态系统每年固定的碳约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2/3。陆地生态系统对CO2 的吸收是一种自然碳封存过程。陆地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需要利用CO2合成有机物,它们能够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吸收CO2 ,从而节省了分离、提纯等技术的费用。因此以森林再造、限制森林砍伐等方式来实现的碳封存被认为是最具经济效益的方式。20多年来,中国森林起着碳汇的作用,平均每年吸收0.022PgＣ的CO2,而且碳汇主要来自人工林的贡献,即从1973～1976年的0.27PgＣ增加到1994～1998年的0.72PgＣ。

植树造林作为碳汇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包括：（1）森林并非持久性的碳汇，生物净生产力在生态系统发展的前期由于植物的快速生长而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在达到最大值之后，由于生长量减小生物净生产力也随之减小，甚至从碳源转变为碳汇。（2）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类型、性质，其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特性、分布面积，以及所处的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特点的不同，森林吸收碳的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如在欧洲大陆，碳汇量由南向北逐渐减少。（3）陆地碳汇量存在着较大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如在美国大陆,1980～1993年间的碳汇量变化于-0.12PgC·a-1(净排放)到+0.2PgC·a-1(净吸收)之间,平均值为0.08PgC·a-1(Schimeletal.,2000)。气候的年波动,偶发事件(如森林火灾)和大面积的病虫害等都是导致碳汇量年变化的潜在因素。碳汇量也存在着显著的季节变化，如北半球陆地生态系统净生产量从4月的-0.6PgC(净排放)增加到7月的1.8PgC(净吸收)，即在生长季节，植被因光合作用吸收大量的CO2；而在非生长季节，生态系统的呼吸排放出大量的CO2。（4）对森林碳汇量的测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同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源以及模型的假定条件和基本参数不同，所测算出的碳汇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美国的碳汇量变动于0.078～1.7PgC·a-1之间,相差高达20～34倍。
中国学者发现浅海贝藻养殖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以起到碳汇的作用。中国是浅海贝藻养殖的第一大国， 年产量1000多万吨。中国浅海的贝类和藻类养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了大量的海洋碳，成为一个“可移出的碳汇” 。推算2002年中国海水养殖的贝类和藻类使用了300多万吨碳，并从浅海生态系统中移出至少120万吨的碳。

　2捕获与封存碳的工程技术措施
针对定点源的人类排放,如油井、化学工厂、火力发电厂等,碳封存技术的开发重点是捕获和分离CO2 ,然后将其注入到海洋或是深地质结构层中。在开采石油及天然气的过程中,CO2 常会被重新注入到油井内,以便能保持所需压力而抽取更多的石油,而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由所增加的石油产量来补偿。例如位于距挪威海岸240 km 的北海中部海上钻井平台,从1996 年起就将油井生产中的CO2 收集并注入到1000 m 以下的富含盐水的砂岩层。在一些特别的地区,比如含煤盆地中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 如向尚未开采的煤层中注入CO2 ,从而回收甲烷;将CO2 制成干冰,投掷到海洋中；利用固定的管道或是轮船拖曳管道将CO2 泵入深海等。
另外还可利用化学技术对CO2 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如利用CO2 生产碳酸镁或CO2 络合物的前景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在生物技术上,主要是利用非光合作用微生物过程将CO2 转化成有用的原料,如甲烷和醋酸盐。这一技术与陆地生态系统的情况一样,不需要提纯CO2 ,从而可节省分离、捕获、压缩CO2 气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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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碳的捕获封存与回收利用（IPCC，）

碳封存技术具有较好的前景,它不仅对发起者美国有利,而且也对各主要化石燃料消费国,特别是对煤炭消费国有利,同时它还具有平息有关减排分摊争吵的潜在能力，碳封存方法可能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选择之一。
但是要实现与现阶段的CO2 排放量相当的碳封存,势必将改变全球碳循环的格局,这不仅仅需要廉价的技术手段,而且还需要进行正确、严谨的科学研究和评估。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往深地质结构层中注入CO2 并封存,能否确保它们在长时期内稳定存储,且不会因为地壳活动而喷发以至导致灾难。而对海洋的增肥以及向深海注入CO2 ,更需要有物理模拟或数学模型研究以提供相关的技术参数作为科学支持；同时,向深层海洋注入CO2或是通过海洋增肥的方式引发更多的碳沉降也就会增加海洋中碳由上至下的传输,这势必引起海洋碳循环的变动。利用海洋环流模式、碳循环模式等并结合生物化学过程可模拟碳沉降、液态CO2 浓度在洋底的分布、随洋流的扩散等特征,进而分析海洋生态的反馈,分析整个气候系统的反馈等。必要的科学实验结合相应的模拟和评估也有利于碳封存地点的选择以及确保对环境无负面影响。
（三）《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履约机制

气候变化在其因果方面都是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是有效和公平的气候变化响应的基础。 2005年由世界141国家《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通过减排温室气体而减缓全球变化的努力进入到实质性的执行阶段。《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 年，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烃（HFC S）、全氟烃（PFC S）、六氟化硫（SF 6）等6 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 年减少5.2 %，同时对各国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做了具体规定。为保证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并制定了实现这些减排目标的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包括：排放贸易（ET）（第17 条）、联合履约机制(JI) （第6 条）、清洁发展机制 (CDM) （第12条），联合履约和CDM是基于项目进行减排的合作机制，而国际排放贸易则是在全球市场上对分配的排放限额(未来则可能是排放信用)进行贸易的市场机制。三机制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实施三机制，缓解其在国内采取减排措施的压力，从而实现“境外减排”，这三种机制构成了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系统。

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核心内涵是: 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 促进所在国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CDM项目分布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 发电( 高效燃煤发电、燃气发电、可再生能源、水电) 、供热、热电联供；煤层气回收利用、垃圾填埋甲烷回收利用、HFC- 23 分解、N2O 分解和利用、沼气利用；工业生产过程节能和节材如化工、冶金、建筑；造林和再造林固定CO2; 农业减排如畜禽废弃物排放甲烷的回收利用等。通常, 项目年减排量在1 万吨CO2 当量以上才值得开发实施。如果项目太小, 其可能获得的收益还不足以支付开发项目的费用, 就不值得开发了。由于CDM 机制是一种”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技术以及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加快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所以CDM机制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

联合履约（JI）基本模式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与另一个国家的有关合作伙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项目，以达到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联合履约项目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和能源领域，涉及多种新技术的应用,如改善能源效率、风能、地热能、水电、煤直接气化和沼气获取,以及森林保护和绿化的技术。
排放贸易（ET）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其基本内涵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温室气体限控或减排目标，通过规定有关国家的排放或限额，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建立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贸易市场，以通过市场机制，求得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小成本。简单地讲，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可称为“买卖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制度，它是把温室气体排放权转换成为一种商品将其纳入价格机制的一种市场经济手段。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它可以给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投资费用上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费用的有效性分配。

三、适应全球变化的行为

人类社会及其个体能够对变化的环境进行适应，适应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降低由全球变化带来的风险，适应可以是对不利影响或脆弱性的响应,也可以是对机遇的响应。与生物或生态系统被动性适应不同，人类的适应既包括被动的适应也包括主动的适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可以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主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积极主动地调整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全球变化，即使在今天也是人类的明智选择。人类具有对适应进行计划和引导适应行为的能力,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早期预防行为，可以降低社会、经济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成本，甚至可以帮助采取行动的利益集团获得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在具体的部门和地区的适应行为都是整体适应的组成部分，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一个部门或地区的适应同时与其它部门或地区相关联。

适应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主动或被动的顺应，也包括积极的抗御。适应行为的选择以提高适应能力为中心，均应建立在判断这种措施得失的基础之上，得不偿失的任何行为均是必须舍弃的。一般来讲,适应对策可以分为两大类:自发的适应对策和有意识、有计划的适应对策。前者通常是短期的、战术上的适应,与具体全球变化直接相关;而后者更加偏重战略,是长期的、主动的,通常由政府部门制订并作为部分政策的适应措施。具体的适应措施通常可分为8种类型（图3－11）（Burton et al., 1998），它们可归为两大类：影响的承受或分担、规避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或利用全球变化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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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全球变化适应措施的主要类型

（一）影响承受或分担
全球变化影响后果的承受或分担都是人类在接受全球变化造成的影响的不可避免性这一事实前提之下所采取的应对性适应行为。

所谓承受全球变化的影响是指对全球变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采取此行为的条件通常是要采取适应措施所花费的成本大于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意味着损失最小。

全球变化影响的分担是指通过把全球变化造成的损失分散到更广泛的范围内使之降到受灾区域的承受能力以内，以此来减轻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全球变化影响的分担实际上是动用了国际和国内的社会后备基金，依据社会后备基金的基本类型，在具体的操作中，全球变化影响的分摊(担)可分为以下4途径：(1) 政府救助。亦即政府直接提供援助，以保障灾民的食、衣、住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其物资与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储备和政府财政信储备。（2）民间互救与自救。救援物资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专门从事救死扶伤和救济福利的民间组织和群众团体，如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其二是社会一般社团组织，如协会、基金会、企业、学校等；其三是分散的个人，民间互救款物，其多以募捐的方式筹集；其四是灾民动用自留式储备，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进行自救。（3）国际援助。通过国际间的政府、民间两个渠道将国际的援助物资与资金吸收到受灾国。（4）保险。保险是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保障经济稳定的一项制度，其本质是利用互助合作的原理，将单个的损失分散于社会大众，使之消弥于形，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在上述4种分担方式中，保险属于主动分担，另外3种属于被动分担。 

（二）规避不利影响或利用机遇

规避全球变化的不利影响或利用全球变化的机遇都属于预防性适应行为，通常在变化影响实际发生之前就做好计划，即人类社会根据对已发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状况的认识，以及需要采取的行动所可能产生后果的认识，采取适当的政策决策和行动，以期在应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过程中减少损失或增加受益。预防性适应行为的预防性适应行为主要包括：

· 预防影响：预防措施涉及技术、法律、制度、市场等各个环节，如采取增加灌溉、施肥和病虫害控制等农业管理措施；

· 提高抗御改变全球变化影响的风险阈值：通过对受影响对象采取强化措施降低受影响对象的脆弱性，通常是通过工程措施来实现的，如修筑围海堤坝以阻挡海面上升的影响，发展灌溉工程以减轻干旱的危害。

· 变更受影响对象的使用方式：鉴于不同行业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受影响对象的使用方式而降低受影响对象的脆弱性，这不仅能减轻损失，而且有时可以从变更中获得效益。

· 变更受影响对象位置：风险大小与相对于全球变化影响源的位置有关，通过改变受影响对象的位置同样可以降低受影响对象的脆弱性，减轻损失。

· 加强全球变化的科学研究：适应行动是以对全球变化的科学认识为基础、对全球变化的态度为前提的，降低对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减轻全球变化影响的重要条件。

以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和可能的适应措施为例，既可采取综合策略和措施、也可采取长期适应措施或短期适应措施，每类措施都有多种选择。长期适应措施可选择手段如：改变作物和结构（采用新作物、改变农场方向、转换土地利用）、发展灌溉（提高土地生产力、利用降水）、农业现代化（新技术、适应技术）、移民（贫困与区域发展）、土地利用政策法规，等等。短期适应措施如：作物保险、更换家畜和作物品种、改变种植和饲养方式、改变土壤管理、改变作物轮作和病虫害管理、改变家畜饲养管理、改进短期预报、临时迁移、储存食物，等等。
（三）适应行为的层次性及其适用阈值

主动地适应全球变化能够减轻不利影响，有效地利用资源；但如果为获得短期的利益而将对某种环境状态的适应推至极限，则导致对环境的弹性减弱，当相反的环境状态出现时往往蒙受更大的打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例子是秘鲁的农民根据每年的气候预报调整他们的作物种植。秘鲁的气候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强烈影响。在秘鲁种植的两种主要作物是水稻和棉花，它们对降水的数量和时间均很敏感。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分，而棉花根系较深，在低降水年份也能获得较高的产量。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期间秘鲁的降水增加，使秘鲁1983年的农业生产下降14％，由于对1986～1987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作出了预报、采取了主动适应措施，增加了水稻种植，1987年秘鲁的农业生产增加了3％。人类同样可以从主动的适应中获得效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水稻的单产、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急剧增加，其中包含了气候变暖和人类适应的共同贡献。气候显著变暖使黑龙江省水稻单产增加， 1991～2000年较1981～1990年增加的水稻单产中气候变暖的贡献率约为23％～30％，相当于在1981～1990时段的单产水平上增产10％～13％，这其中包含了人类变更长生长季品种的适应措施；而人类利用气候变暖带来的增产效益将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8倍，在原来的一些水稻不适宜种植区、次适宜区和适宜区内水稻的种植面积都显著增加，面积的变化与技术的进步交织在一起加倍地扩大气候变暖的有利影响。粗略估计黑龙江省水稻总产增产量中至少有大约40％～42％的份额是由于气候变暖及其适应行为影响的。反面的例子如，20世纪非洲萨赫尔地区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严重的干旱造成了三分之一牲畜死亡，十多万人丧命，甚至引起了该地区政治的动荡，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为适应偏湿的气候阶段，该地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由牧转农的变化，结果在1968年以后干旱期到来之后遭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失。而居民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使得传统上通常采用的流迁式的抗灾方式失去效益，更加重了旱灾影响的程度。
通常状况下，一种适应模式是与特定的环境状态相适应的，因此能够适应环境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由于全球变化的影响的层次性，人类适应全球变化的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层次性特征。全球变化的影响是从低（资源）到高（社会）层次逐级传递的，每个层次上的影响都可能导致社会风险（图1）。人类响应不同层次环境变化影响的主题是不同的，相应的响应行为也不尽相同，进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响应方式。每种适应方式只能在全球变化允许和技术可能的情况下才能够奏效，超出了可能适应的阈值则不可避免地仍将遭受打击。

以中国历史上对旱灾的响应为例，人们对旱灾的响应按行为主体可以分为生产行为、民众行为和政府行为3类，其中，生产适应是指通过生产系统内部的调节来趋利弊害，生产系统的适应行为只对资源和生产层次的影响有效；民众行为适应通常发生在生产系统调节行为的有效阈值被突破的情况下，通过人的自身行为的调节来减轻对系统的压力；政府行为则是通过政府的外部干预与调节来维持系统的运转。虽然这3种响应行为的目的都是试图通过人类的主动行为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其所采用的措施与所能承受的环境“阈值”则有明显的不同。其中：生产响应行为主要是通过挖掘资源（如打井灌溉、灾后抢时补种、改进生产技术等）或改变生产系统的内部结构（如改变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来趋利弊害，它仅在响应全球变化对区域资源层次的冲击、而区域资源利用潜力未突破极限时有效。一旦突破这一极限，仅靠生产响应行为本身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其所能承受的环境“阈值”为单个环境要素的变幅不能超过区域自然环境系统各自然要素间的相互适应范围。民众行为主要是通过人类自身的自发行为（如节水、降低消费、移民、起义等等），来减轻人类社会系统对区域自然资源系统的压力，进而避免区域自然资源系统或自然－社会系统中的突破系统平衡的“阈值”。官府行为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或管理措施（如分水措施，减免税收，赈济，剿抚等等）来调节和维持整个自然－社会系统的运转，避免突破自然－社会系统平衡的“阈值”。民众行为和政府适应的具体方式随着响应不同层次影响的主题的不同而明显不同。这2类响应措施可以在突破区域资源利用极限时，动用其它区域和非自然资源系统的资源。因而这2类响应措施所能承受的环境“阈值”为环境变化的冲击不突破国家范畴的资源利用极限。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历史环境变化的各种冲击下始终保持向前发展，与民众及政府能够利用多样的环境类型与不同区域之间的环境演变差异来适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人类对全球变化各种响应方式的环境“阈值”不是一个固定的环境要素值或变化幅度，它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其大小与区域自然环境背景、人口、政策、经济、技术密切相关。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较恶劣的地区有较高的“阈值”，人口较少、消费水平较低的王朝初期较人口多、消费水平高的王朝末期有较高的“阈值”，经济繁盛、救助力强的盛世时期较经济衰落、救助不利的时期有较高的“阈值”，“阈值”的大小也会因政策的不同而改变。

图1 历史时期人类响应环境变化的层次特征模式――以旱灾为例
第4节 全球变化响应行为决策

全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须在全球变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对策。人类行为决策一般可分为“判断”和“决策”两个部分，其中，“判断”是指人们在对某一事物发生概率进行估计时的整个发展过程，而“决策”则是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进行挑选的过程（薛求知，2003），因此可以说，人类的整个行为始于判断，止于决策。全球变化的响应实质上是一种选择过程，响应行为的达成需要经过人类主观的判断过程和决策过程，决策正确可以减少风险，增加利用的机会；决策失误，则增加风险，减少利用的机会。

一、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有限理性判断和决策
（一）全球变化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是理性的并且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必然结果，这里的理性意味着决策者对所有可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做出最优的决策。决策同时也是有前瞻性的，也就是说，决策是建立在对将来的所有可能的后果进行缜密的权衡的基础上的（常鑫等，2003）。对全球变化做出正确决策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能预知全球变化的状况并对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二是有合理的响应预案及有效的经济技术保障。尽管有成功的事例，但这两个前提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很难满足的。

感知、认知、判断和决策是人类选择过程的必经之路。人们在对其所处的环境做出认知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形，这其中既有正确的认知，也有错误的认知。人类的行为是以感应的环境为基础的，不是以现实环境为基础的，不同人认知会有不同的判断和决策，产生不同的行为。就对全球变化和及其影响的科学认知而言，无论是在全球变化的机理研究还是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评估，目前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还非常大，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对全球变化的过程和机理尚未认识得足够清楚，加之全球变化过程的非线性行为带来的全球变化过程本身不确定性的影响，难以对全球变化作出准确的预报，因此仅称为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预估；至于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认识更是有限，人们对全球变化是否存在危险阈值、阈值是多少，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如何、影响的后果如何等有关全球变化影响的基本问题尚无统一认识，由于全球变化影响的区域性、人类的响应行为对全球变化影响的反馈作用等，使得真实发生的影响的结果存在更多的变数；针对应对全球变化的各种适应和减缓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工作，难度非常大，进展有限。然而，对全球变化科学认识与实际变化的任何偏差都可能使得所采取的响应措施无法起到预期的效用，不仅会造成浪费、增加经济损失，而且可能在全球变化的影响面前遭受更大的打击。
即使人类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全球变化及其影响，也不意味着人类一定能够采取正确的行为，全球变化的响应依赖于财富、技术、教育、信息、技能、基础设施、获取资源的途径以及管理能力等一系列因子，响应能力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许多预防与消除全球变化影响的措施都需要有较大规模的经济投入，或者以减少经济收入为代价，人类的响应行为往往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最合理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最现实可行的，预防与消除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化的极端做法是放弃现有的工业和耕作生产方式，退回到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行的方式，它完全忽略了人的创造能力，而且这样的方式也完全无法养活现有的人口。在全球变化响应的问题上，还需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问题，对于某些全球变化问题目前尚未有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即使预防措施在技术上没有问题，单独一个国家来实行，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协调实施，那就没有意义。只有国际社会取得一致意见，世界各国协调行动，集中起有关的科学技术来进行，才可望有某种程度的效果，但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受到国家、行业、群体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影响，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由于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不同、响应的目标不同、经济能力不同、需求不同，所采取的全球变化响应行为决策也不相同。各国出于各自国家利益考虑，很难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方案，即便采取措施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彼此妥协的结果。

理性是解释人类行为目标的重要因素。但理性行为并不是唯一的行为方式，无意识和非理性是一个被现代心理学家、行为学者充分证明的现象，如：情绪化行为、冲动性行为、从众行为等。在理性行为之外的非理性行为给全球变化响应行为的决策增添了无穷的变数。

（二）行为经济学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的理论

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决策是一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有限理性判断和决策，符合行为经济学所讲的认知和决策特点，因此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对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行为进行解释。

行为经济学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试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Kahneman和Tversky通过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行为，发现人类的决策行为与传统经济学的预测大相径庭，进而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觉与偏差理论”，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不但修正了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 utility theory），也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方向——行为经济学。之后，在Kahneman和Tversky的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H·Simon又进一步指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理性认识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因而，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绝非完全理性，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即所谓的“有限理性”说（H·Simon，1995）。
1 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觉与偏差理论 

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同时在不确定条件下并不具备运用经济学或概率知识，全面分析所有信息做出权衡判断的能力，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能依赖于一些思维定式、捷径和原则做出直观判断，而这些思维捷径有时会帮助人们快速的做出准确地判断，但有时又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些因走捷径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就称为“启发式偏向”。常见的三种典型的启发式偏向，包括代表性偏向、可得性偏向和锚定效应。最重要的判断方式包括：

（1）代表性偏向（Representativeness）。代表性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观察到的某种事物的模式与其经验中该类事物的代表性模式的相似形程度而进行判断。如果某一事物与类别高度相似，其代表性就高；反之，代表性就低。代表性反映的是个体与类别之间的关系，常常作为人们预测的基础。使用“代表性”进行判断往往会导致过度自信的发生，而与此相反的是，低估大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过于自信是指在经验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一般都会过于自信，分析发现在实际预测能力未改变的情况下，人们更为相信自己对较熟悉的领域所作的预测，这与某些深层的心理现象有关，这样的作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发生，当错误的结果重复的呈现时，人们就会从中学习。代表性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有时也会产生严重偏差。利用代表性进行判断时，出现的偏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即直观到的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但当先验概率与所讨论的事件相关性很强时，人们就会较为关注先验概率。二是，代表性促使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比事件之一的概率要更大（即所谓的联合规则）。根据概率论的知识，某个事件同属于集合A和B的概率要小于或者等于只属于两者之一的概率。而人们的直觉常常违背这一结论。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照“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了代表性的作用。三是，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导致人们夸大了小样本的代表性。小数定律是指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与大样本的均值有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小样本的均值也有一个集中在随机变量预期值的分布。这违背了概率论的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按照大数定律，大样本随机变量独立观察值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在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附近，并且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加，样本均值的方差逐渐减少到零。当样本规模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进于总体概率。然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好像没有认识到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加，随机变量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少得有多快。人们误认为大数定律既能应用于大样本也能应用于小样本，这样样本大小对概率判断的影响不敏感。在小数定律的作用下，虽然被试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做出了错误估计，往往夸大了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高估了未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概率。此外，判断者会有一种可得性幻觉。这是指人们在面对一组描述某事件的信息时，经常会忽略掉不熟悉或是看不懂的信息，只凭自己能够理解的、熟悉的信息去做出判断，这些忽略掉的信息可能对判断是关键的，自己能够理解的信息可能对判断是不重要的。特别是一些有冗余的信息，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事实上在作决策的时候，手头的资料相关性越小，对准确判断越有利。

（2）可得性偏向(Availability)。 可得性偏向反映的是人们依靠容易得到的信息而非全部信息进行判断。由于受时间、精力、记忆能力或知识等的局限，人们在判断时不可能利用所有相关信息，只能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多利用自己熟悉或容易得到的信息，然而忽略的信息对正确评估和决策可能有重要影响，由此进行的判断就可能出现偏差。信息可得性是在概率判断时的常见偏差。人们借此通过回忆起有关例子的舒适程度来判断概率的大小。这导致人们给显著或容易记住的信息以过高权重。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一般是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中提取出来，被认为是更真实或合适的。不管某一信息是否准确，在媒体中的单纯重复，使它更容易获得，而且被错误地认为是更准确的。此外，如果可以得到某一事件的相关例子越多，决策者认为其发生的概率越高。除了记忆中一个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外，实践的新近性、显著性、主动性和事件发生时所伴随的情感相似性，都会导致高估事件发生的概率。人们倾向于关注他人正在关注的事情。

（3）锚定效应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进行估计时是从某个初值或起点开始，这些初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是有错误的，那么估测值就会产生偏差，基于这一原因人们会进行不断地调整，直至最终结果。初值可能在系统表述问题时被提出，也很可能是进行一定计算的结果。不论是哪种情况，调整都是不充分的。不同的初值得到不同的偏向于初值的估计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由于大多数人都会锚定初值，给予初值更大的权重，显得比较保守，对新信息的反应调整不完全、不充分，这就会引起一定的估计偏差。在面对错误时，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后悔的情绪来。后悔和认知失谐理论认为，人类犯错误，哪怕是很小错误后的倾向是会感到后悔之痛，而不是从更远的背景中去看这种错误，并会严厉自责。如果想避免后悔之痛，就要改变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行为。认知失谐其实也是后悔之痛的一种，它是指人们被告知有证据表明其信念或假设是错误时所表现出的心理和智力上的冲突，它是对错误信念的后悔。和后悔理论一样，认知失谐理论也认为，人们存在采取行动来减轻由于认知失谐而带来的痛感的倾向（刘兵军等，2003）。
2 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模型——预期理论  

风险下的决策过程也会系统地偏离“理性假设”。决策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编辑”与“评价”两个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会把问题简化为一定形式使决策容易进行，找到一个中性参照点将结果区分为收益和损失。评价阶段以编辑的结果为基础，按公式进行相应计算并做出最终的抉择。把编辑阶段作用定位为给决策问题形成构架。决策构架在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决策构架相当于对决策任务的特征表述，不同的构架将导致不同的偏好，形成不同的决策（刘瑞霞等，2005）。

图2-2  决策主体与决策条件的理性状态（张辉华等，2005）
Kahneman和Tverskey提出的“预期理论”指出，人在面临“获得”（gain）的时候是“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的，而在面临“损失”（loss）的时候是“追求风险”（risk seeking）的。但获得和损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参照点”（reference point）而言的。一般来说，参照点是人们对某事物的期望。Kahneman的研究还发现，人们常常对结果偏离某一非固定偏好水平的方式，而不是对用绝对项衡量的结果更加敏感。而且，与偏好水平相比，在同等大小的损失和收益之间，人们常常更讨厌损失的发生。由“预期理论”可进一步得到两点推论：第一，如果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候所使用的参照点，可以改变人们的风险偏好；第二，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
（三）全球变化响应决策中的三种错误倾向

由于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人类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尽管所有全球变化响应决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趋利避害，但实际的效果却因响应行为是否得当而大不相同，其中可能存在3种错误倾向。一是响应不够，对全球变化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估计不足，在响应决策中没有充分考虑全球变化，以致于对未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减轻全球变化的影响，或未能很好地利用全球变化带来的机遇。二是响应过度。过高地估计了全球变化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因此采取了过度的响应措施，其结果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也损失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三是响应错误。客观地认识到了全球变化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但在响应决策中选择了错误响应措施，其结果可能因响应的错误而使全球变化的负面影响得到加强。
二、全球变化响应行为的主要特点

（一）以认知为基础进行全球变化响应对策的选择

人类的整个行为始于判断，止于决策，判断是建立在知觉和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知觉和认知是人类采取响应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把环境与人类行为的互相影响过程视为一个信息交换过程，知觉就是取得或接受信息的过程，认知则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环境知觉是环境认知的基础，而环境认知是环境知觉的产物。

对全球变化的认知是全球环境的影响与人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键环节。面对同样的全球变化影响，不同群体的反应不同，有些适应得很好，有些却相反。比如：同样的环境条件——某些全球环境的变化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导致战争，一种情况下导致难民潮，一种情况下导致饥荒，而在第四种情况下却是成功的适应。如果深究其原因，就会发现不同人群、不同决策者对发生在身边的环境变化的知觉是有差异的；有些时候不同个体或人群对身边发生的环境变化的知觉虽然相同，却又常会对该变化将要产生的影响的判断和认识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导致人们形成不同环境变化认知的关键，而不同的环境变化认知则引导人们在制定响应决策和采取响应行动上大相径庭。

由于全球变化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如何看待全球变化影响的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观点，所采取的响应对策也因观点的不同而不相同。
第一种观点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稳定居所的人，他们对全球变化影响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是适应。他们承认全球变化的必然性，同时相信不管全球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要回到稳定位置。他们情愿承担风险，把全球变化看成是一种挑战，认为人类必须使自己适应环境，但这也可能是好事，而不是一种灾难。他们注意到人类社会在过去已经战胜过类似的挑战，而且变化中的境况会刺激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发明力。他们甚至可能利用这种变化过程去获得经济效益。他们强调全球变化的影响分析，而且往往是强调区域尺度上的分析，这些分析会表明经济活动的哪些领域最有可能受到影响？这些领域的自恢复能力如何？现在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例如建筑更高的围海堤坝，或者开设旱灾保险业务，以减少由于环境变化而带来的额外负担。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全球变化的一般特征，而不需要高度精确的细节，以便据此制定具有长期影响的决策。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是极不稳定的，环境中的任何变化都是坏事，特别认为太快的变化就可能是灾难了，因而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感到恐慌。他们的行动纲领自然是要阻止这种变化，或者至少要让他们减缓下来，至少对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要做到如此。从本能出发，他们关心控制二氧化碳及会引起全球变化的各种气体的排放、保护热带雨林，或者采取其它防范措施。

第三种观点强调全球变化的不可知性，因此也就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面对其结果、承认问题的所在。结果，是回避事实，或者认为变化无关紧要，直至事情到了不可忽视的严重程度。他们认为现在不需要采取任何对策，以避免由于对全球变化不确定性的认识不足和技术条件尚不具备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失误。他们怀疑全球变化的幅度和影响是否象目前科学预测那样大，将全球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作为反对立即采取行动的理由，认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什么时候采取行动都应该等科学上有明确认识后再做决定，希望等一等看，相信当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技术可供选择。但这样消极对待的做法在全球变化真正发生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观点反映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种观点的某种结合。他们赞成革新和变化，但觉得变化应该有一个限度，一旦超出这些限度将导致事情的恶化。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这些限度在哪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到它们。在他们看来，即便某些细节可能永远无法预测，但人类不能够消极地等待在找到这些限度之后再采取行动，也不能毫无根据地采取不切实际的措施，人类必须建立这种理性的基础，必须能够在从前从未想到的某种水平上来管理全球资源。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全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须在全球变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对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全球变化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同时在可接受的变化幅度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趋利避害。因此，不论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全球变化的对策应是各种措施的结合。
（二）全球变化响应决策中规避风险和风险投机的双重风险偏好
人类具有通过改变与人类相关的系统而主动响应全球变化的能力，其基本目标是趋利避害。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的概念，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时更加倾向于冒险赌博(风险偏好) , 而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时更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的盈利(风险规避) 。在全球变化响应决策的过程中，人们具有为保证有限效益而主动规避风险与为追求更高效益而进行风险投机的双重倾向。人们在选择响应行为时通常追求的是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最小的灾害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暖使黑龙江省生长季的气温均值增加，方差减小。从理论上讲，出现极端低温的概率将减小。如果保持原有的种植方式，即划分低温冷害的标准不变，则变暖后出现低温冷害临界低温的频率大大减小，农作物种植风险也将随着降低。但变暖带来热量条件的改善可以使一些地区改种偏晚熟的品种类型，从而获得更高的单产。因此在变暖的情况下如果种植更适应较暖气候条件的更高产的品种类型，由于喜暖作物或品种具有较高的单产水平，虽然有种植风险，但人们也可能会因此获得更大的效益，并不一定会减少低温冷害的发生概率和强度，甚至可能增加，但人们会因此获得更大的效益（表4）。

表4 哈尔滨1960-1979时段和1980-1999时段种植不同水稻品种的期望值

	时段
	1960－1979
	1980－1999

	品种
	中熟
	中熟（不变品种）
	中晚熟（改变品种）

	低温冷害出现频率（％）
	20
	10
	20

	单产期望值（kg/hm2）
	6787
	6857
	7243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分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的概念。价值函数有一个财富增加或减少的“参考点”, 该点的位置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印象。人们对损失的关注程度要比收益大。人们对全球变化不利影响较对有利影响更敏感、响应更强烈。在吉林省安图县，1990-1991年均为有利于水稻高产的连续性高温，结果导致从1992、1993年开始扩大中、晚熟品种的耕种面积。而1992和1993年连续出现低温减产的强烈刺激，加上过去积累的失败教训，导致许多人的承受性在1994年崩溃，水改旱甚至弃耕，在占全县耕地面积20%的土地上，进行了种植结构的大变动（表）。

表1  1988—1994年吉林省安图县水稻种植对气候波动的适应行为（据方英武等，1997整理）（田青等，2005） 

	年
	当年的种植行为与收成
	气候
	下年度的种植决策

	
	
	生长季总积温
	低温冷害情况
	

	1988
	中、早熟品种结实率不足四成，全县平均亩产256斤；越区种植的晚熟品种，亩产近700斤，获得大丰收
	总积温属中高温年份
	7月中下旬异常低温导致严重障碍型冷害
	号召大量种植晚熟品种

	1989
	晚熟品种大幅度减产
	总积温不如1988年
	秋季早霜导致延迟型冷害
	号召早熟品种早种

	1990
	早熟品种的产量远不如当地中晚熟品种
	总积温属高温年份
	没有低温冷害
	早熟品种早种

	1991
	早熟品种的产量远不如当地中晚熟品种
	总积温属高温年份
	没有低温冷害
	扩大中、晚熟品种的耕种面积

	1992
	中、晚熟品种又大幅度减产
	
	早霜导致延迟型冷害
	扩大中、晚熟品种

	1993
	越区耕作的中、晚熟品种大幅度减产，全县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00多斤
	
	混合型冷害
	水田改旱地，个别地方甚至弃田不种

	1994
	1994年全县水改旱和弃耕面积多达1396公顷，占全县播种面积的20%。水稻晚熟品种的亩产达700斤以上
	破记录的高温趋势
	
	改种旱田者后悔莫及，弃耕者更是懊悔


（三）全球变化响应的学习行为与时滞效应

人们对全球变化的认知途径存在科学的和经验的两种不同途径，专家的认知主要地是来自科学的研究，而对广大公众而言，其有关全球变化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日常的经验，包括日常生活的体验、生产活动、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感知。公众的认知与专家的认知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决策而言，不仅需要知道专家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公众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全球变化的响应是大众的行为而不是少数专家的行为。

迄今为止，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总结仍是公众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决策的主要认知途径，如通过气温变化作用于某类指示作物的产量的改变来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实际预测能力未改变的情况下, 人们更为相信自己对较熟悉的领域所做的预测，表现出过于自信的特点。过于自信与某些深层心理现象有关, 它可能会导致错误, 当错误的结果重复地呈现时, 在面对错误时，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后悔的情绪来。哪怕是很小错误后的倾向是会感到后悔之痛，而不是从更远的背景中去看这种错误，并会严厉自责。为此，人们就会从中学习,根据对影响切身感受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其现实表现就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导致人类在各种时间尺度上响应全球变化均存在时滞，时滞的长短与全球变化的时间尺度相对应：人类响应天气变化的时滞是以天计的，响应年际、十年际全球变化的时滞以年计，而响应百年尺度全球波动的时滞为几十年。产生时滞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地球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目前人们尚难完全掌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影响，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感知来认识全球变化影响的，因此，通常是在全球变化已发生后才认识到其变化及其影响，落后于全球变化。其次，人们在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会对生产生活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从一种生产模式调整到另一种模式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农业生产模式的调整需要进行种子培育、技术培训、设备更新等，对一个大的地区来说，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且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人类对全球变化采取适应性措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人类所采取的适应措施往往落后于全球变化。再次，人类认识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使人类有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估全球变化的影响，因此不能准确而及时地对全球变化作出响应，人为地延长了时滞。如果全球变化的阶段性与调整所需的时间相近，甚至会出现生产模式变化与全球变化反位相的情况，反而加重了全球变化的影响。由于人类对各时间尺度上环境变化的适应行为存在时滞性，在年际波动上存在1-2年的滞后，通常是前一年为高温年份，后一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前一年降温，后一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其结果导致高温年面积减少，而低温年份面积增加，人为地增大了种植风险，降低了效益。吉林省安图县1988年-1994年间，连续出现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反适应农业行为，不但没有获得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反而因为响应行为与气候变化不合拍，人为地加大了经济损失，每年的收成都不理想。以黑龙江省近50年来的温度变化与水稻种植面积变化的关系为例（图 0-1），水稻种植面积增减的阶段性变化与温度的阶段性变化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但在时相上落后于温度变化3～6年，这种时相上的滞后，在气候变冷的阶段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如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在气候转暖的阶段则造成资源的浪费（如1980年代初）。
图 0-1 1950～1999年黑龙江省(哈尔滨站)温度变化(上)、水稻单产(中)与种植面积变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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